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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負向人際關係與負面情緒對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檢測參

與休閒活動之調節作用 

 

蔣一佳1 董旭英2 

 

本研究探討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與負面情緒對學習、生活解決問

題能力之影響，以及負面同儕關係及負面情緒之中介效應，並檢視參加藝文型

休閒活動之總效果調節進行分析。資料來源為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中的

14,775 名高中職及五專二年級學生，並採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數據分析。研究

結果顯示：（1）負面家庭關係會正向影響負面同儕關係與負面情緒，並負向影

響學習、生活解決問題能力；（2）負面同儕關係會正向影響負面情緒，且負面

同儕關係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情緒之間為部分中介作用；（3）負面情緒則會

負向影響學習和生活解決問題能力，其在負面同儕關係與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

能力之間為完全中介，在負面家庭關係與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間則為部

分中介；（4）藝文型休閒活動並未發現對於負面家庭關係和同儕關係、以及負

面同儕關係和負面情緒之間的影響具有調節作用，然而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

情緒之間卻存在著調節效果。研究發現，相較於藝文型休閒活動參與度較低的

情況下，當青少年參與較多的藝文型休閒活動時，負面家庭關係所導致的負面

情緒會有增加的趨勢。因此，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家庭關係、負面情緒以及

學習和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間發揮著第一階段的調節中介作用。根據研究結

果，研究者對於教育實務和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同儕關係、家庭關係、負面情緒、解決問題能力、藝文型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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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nega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negative 

emotions on problem-solving ability: Tes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rts 

and cultural leisure activities 

Yi-Jia Jiang, Yuk-Ying Tung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family relationships, negative peer 

relationships, and negative emotions on learning and life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negative peer relationships and negative emotions. The sample 

consists of 14,775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ir second year from 

the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negative family relationships positively affect 

negative peer relationships and negative emotions, while negatively impacting learning and 

life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2） negative peer relationships positively correlate with 

negative emotions, and parti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negative emotions; （3） negative emotions negatively impact learning 

and life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fully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peer 

relationships and these two variables, but only partially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hese two variables; （4）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regulatory 

effect of artistic type leisure activitie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gative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peer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between negative peer relationships and 

negative emotions. However, there is a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negative emotio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ompared to 

those with lower participation in artistic type leisure activities, teenagers who participate 

more in such activities experience an increasing trend in negative emotions caused by 

negative family relationships. Therefore, artistic type leisure activities play a first-stage 

regulator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family relationships, negative 

emotions, and learning and life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peer relationships, family relationships, negative emotions,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rts and cultural leisur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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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根據 PISA（國際學生評估計畫）調查顯示，從 2012 年起，評量範圍除了

涵蓋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個領域外，每年度將新增其他領域的能力測驗，其中

包含合作問題解決能力（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4）。此一結果反映出解

決問題能力對青少年的重要性。當詢及各縣市教育局長最希望傳授給學生的能

力時，「解決問題的能力」位居首位（陳虹瑾，2015）。實際上，讀書並不等同

於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在以往的臺灣教育體制中，過度強調智育發展。然

而，隨著就業環境日益嚴峻和全球化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及早培養青少年的解

決問題能力比起學術成績更為重要。綜合上述觀點，解決問題能力對於青少年

而言極具關鍵性，有助其未來就業發展以及生活適應。而影響台灣青少年解決

問題能力的因素為何，則有待進一步探討。 

對於青少年而言，此階段乃身心發展之關鍵時期，對許多青少年來說，這

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期。在此階段中，他們不僅需專注於學業進修，更需維

繫良好同儕及家庭關係。研究指出，青少年在面對學業與人際關係時，所承受

的壓力不容小覷，這使得他們容易產生負向情緒（鄭瓏，2017）。根據教育部統

計，於 2019年國中、小學生尋求輔導室協助的問題中，以「情緒困擾」為首；

而在高中階段，則以「生涯輔導」居次（張益勤，2021）。 

關於負向情緒與解決問題能力間的關聯，學者間存有不同見解。根據徐小

曼和黃瑩瑩（2018）的研究顯示，遭受情緒困擾的青少年往往無法有效地處理

問題；然而，也有研究如艾德·麥萊特（2022/2023）指出，負向情緒反而可激勵

個體採取行動，以改善生活上的難題。本研究將探究青少年負向情緒與解決問

題能力之間的關聯性。 

同伴與家人為青少年最主要相處的對象，當青少年年齡漸長，會逐漸將注

意力從父母、家人轉移至同儕團體，此時同儕團體則在情感支援上扮演重要角

色（吳佳玲、錢姿蓉，2015）。過去已有研究分別探討同儕關係、家庭關係與負

向情緒之間的關聯，並取得大致一致的結果（王新慧，2023；杜可鑫，2023；

張芳全，2022；曾雅婷，2017；楊艷波、凌檢妹，2022）。然而，卻少有研究同

時探討三者間之關聯性。此外，不良的家庭關係會負向影響子女的問題解決能

力（Zafarghandi & Zare’Bidaki, 2021）。基此，本研究將進一步剖析負向同儕關

係及負向情緒的中介作用。 

雖然探討負向家庭關係、負向同儕關係及負向情緒對問題解決能力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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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已能夠提供豐富的解釋論點，但更重要的是發現可能調節這些關係的因

素。黃淑貞與林春鳳（2010）強調，休閒活動與人們生活密不可分，其能為民

眾帶來諸多好處，如緩解學業及工作壓力、舒緩生理或心理壓力並促進身體健

康。然而，也有研究顯示，參與休閒活動可能導致青少年負向情緒加劇，並產

生成社焦慮和增加負面同儕關係（程景琳、陳虹仰，2015 ；Ryan等人，

2017）。因此，本研究提出青少年參與休閒活動可能會調節負向家庭關係、負向

同儕關係與負向情緒之間關聯性的假說。 

 

綜合上述觀點，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一）探討青少年負面情緒對解決

問題能力之影響；（二）探討青少年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對負面情緒之

影響；（三）探討青少年負面同儕關係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情緒中之中介作

用；（四）探討青少年負面情緒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中之中介作用；

（五）探討青少年負面情緒在負面同儕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中之中介作用；

（六）探討藝文型休閒活動對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負面情緒之總效

果調節作用。 

 

貳、理論與文獻回顧 

一、負面情緒對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 

當審視國內外關於相關議題的論文後，發現大部分研究皆指出負向情緒會

對個體的問題解決能力產生負面影響。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提出相反的觀點。 

Carthy等人（2010）曾針對 49 位廣泛性焦慮症、社交焦慮症或分離焦慮症

兒童,以及 42位非焦慮症對照組兒童進行比對。研究顯示，罹患焦慮症的孩童

相較於對照組，產生負面情緒的頻率與強度皆較高,且其解決問題的能力亦較為

低。簡言之,負面情緒較多的兒童將伴隨解決問題的能力下降。Schäfer等人

（2017）也獲得類似結果：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憂鬱、焦慮情緒呈負相關，而具

有憂鬱或焦慮情緒的青少年在面對問題時，則較常選擇逃避問題並抑制自身的

情緒，較少考量如何解決難題。楊靜宜（2015）將國小高年級一般學童與情緒

行為障礙學童進行比較後發現，情緒行為障礙學童的解決問題能力明顯低於一

般學童，且情緒行為障礙學童常處在不快樂或抑鬱等負向情緒之中。 

根據研究，不同學者對於負面情緒與問題解決能力之間的關係持有不同看

法。雖然許多研究指出個體所產生的負面情緒越強，其解決問題能力可能越



98 蔣一佳、董旭英                                  DOI: 10.29751/JRDP.202412_15(2).0004 

 

低，但亦有研究提出相反意見。例如，施又瑀與施玉琁（2021）認為，負面情

緒並非全無助益，它可讓個人察覺問題存在，並激發思考解決策略的思維。

Spering等人（2005）的研究中，將 74位參與者的情緒透過正向或負向回饋來誘

發，並觀察他們處理電腦模擬複雜問題解決場景的情形。結果顯示，情緒並不

會影響複雜問題的解決，甚至部分在負面情緒刺激下參與者的研究對象能夠進

行更詳盡的資訊搜尋，以及採用更具系統性的方式處理場景以求得解決方案。

這說明了負面情緒在某些情況下，反而有助於個體從事複雜問題解決。 

綜上所述，負面情緒對解決問題能力的影響並不明朗，本研究欲深入探討兩

者間之關聯。雖 Spering等人（2005）提出情緒強度、時間及個人對情緒感知程度

可能干擾問題解決表現，但研究者仍提出青少年負面情緒愈嚴重，則其解決難題

能力恐將愈低之假說。 

 

二、負面家庭關係對負面情緒之影響 

Agnew（1992）提出的一般化緊張理論（General Strain Theory），雖主要用於

解釋偏差及犯罪行為的形成，但其仍可用於解釋負面家庭關係對負面情緒的影

響。一般化緊張理論認為，個體生活中的各種緊張因素，都可能使其產生憤

怒、敵意等負面情緒（譚子文等人，2010；Agnew, 1992）。而這種緊張因素的來

源主要可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未能達到期望中的目標；（2）個體失去正向

刺激；（3）生活中的負面刺激。個體若長期處於負面狀態，則容易產生焦慮、

憤怒等負面情緒（譚子文、張楓明，2012；譚子文等人，2010）。而負面的家庭

關係屬「生活中的負面刺激」，青少年若長期處在此種狀態下，便容易產生負面

情緒。 

雖然衝突是家庭中常見的人際互動之一，但長期處於負面衝突下，卻可能

有礙家庭關係發展及青少年身心健康（Moed et al., 2015）。王新慧（2023）針對

台灣經濟弱勢青少年的家庭關係、不利處境（如居住環境不佳、沒錢看醫生

等）與憂鬱情緒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並且加入性別、教育程度、家庭型態作

為控制變項。研究結果發現，良好的家庭關係能夠減少青少年負面情緒的產

生，並且在研究的所有變項中，家庭關係對憂鬱情緒是最具影響力的。杜可鑫

（2023）亦提出，親子關係愈為融洽，雙方溝通愈順暢，教養方式也較具科學

性時，孩子的心理健康水準將隨之提升。 

綜合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當青少年家庭關係負面經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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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負向情緒亦會隨之上升之假說。 

 

三、負面同儕關係對負面情緒之影響 

Heider （1958）提出認知平衡理論，此理論剖析了人在社會互動中心理歷

程。在與別人交流過程中，個人往往關注自我經驗，並試圖維持人際關係的均

衡。當此過程發生不平衡，如雙方對某事物看法出現分歧時，人們可能產生緊

張、焦慮等負面情緒，並努力將之引導至平衡和諧的狀態。據此，在青少年與

同儕相處期間，如對人事物觀點出現偏頗，其雙方關係亦有可能變得不平衡，

從而產生緊張、焦慮等負面情緒。 

除相關理論觀點外，亦有諸多實證研究可資參考。Vize等人（2024）針對

四類不同樣本進行了調查，包含經歷過攻擊、威脅或自我傷害、人際關係出現

問題以及患有精神疾病的族群，探究其人際功能與情緒功能間之關聯性。研究

顯示，四類群體皆存在惡性社會情緒循環，即個體負向情緒將引發人際衝突，

如冷戰、敵對或爭執行為，而不良的人際關係亦會導致負面情緒加劇，從而形

成惡性循環。此外，張芳全（2022）在研究國立大學學生後亦獲類似結論，儘

管該校學生同儕關係困擾程度不高，但仍發現同儕關係困擾愈高等之大學生，

其負面情緒明顯增加。 

總而言之，基於現有證據和理論背景，本研究提出了關於負面同儕關係與

青少年負面情緒關聯性的假說。雖然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確認這一假說，但

它無疑為探討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方向。 

 

四、負面同儕關係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情緒間之中介作用 

關於負面同儕關係與不良家庭關係的影響，許多研究皆有類似發現。Victor

等人（2019）指出，青少年若與家人的依附關係較為薄弱，其與同儕間的關係

也會隨之惡化。羅品欣與陳李綢（2005）針對國小學童的家庭、同儕及情緒進

行研究，發現家庭關係良好的學生在同儕互動上較佳，而家庭關係較差的學生

則其負面同儕關係明顯高於家庭關係佳的學生。黃明昌（2017）、陳宜汶

（2021）的研究成果亦顯示，青少年的家庭關係對其同儕關係具有正向影響。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結果，可知青少年若存在負面家庭關係，其發生負面同儕關

係的機率將會相對提升。 

儘管關於負面同儕關係在負面家庭關係和負性情緒中的中介效應研究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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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仍有學者在分析其他變項關係時將同儕關係視為一種中介變項。例如，吳

中勤（2014）探究青少年知覺的同儕依附、同儕依附與憂鬱情緒間的關係，結

果顯示同儕依附在知覺到的同儕依附及憂鬱情緒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韓佩

玲等人（2007）則分析高中職學生網路成癮的模式，發現人際困擾對自我價值

與憂鬱傾向以及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應。 

綜上所述，同儕關係在剖析青少年行為發展過程中常扮演中介角色。相關

研究成果顯示，處於不利家庭環境下的青少年，其負面情緒可能會直接受到影

響，另一方面，這種負向經歷也可能透過衝擊同儕關係而間接引發負面情緒的

產生。據此，本研究提出負面同儕關係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情緒之間存有中

介效應之假說。 

 

五、負面情緒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間之中介作用 

根據 Zafarghandi 和 Zare’Bidaki（2021）的研究發現，家庭關係與解決問題

能力呈正相關。而蘇建文及黃迺毓（1993）亦指出，兒童若擁有高度安全型的依

附關係，其解決問題能力將明顯優於低度安全型依附關係之孩童。此外，在高度

安全型依附關係下成長的孩子，其解決問題時更具流暢性及變通性，同時運用更

多利社會策略。然而，廖美淑（2005）在將研究對象限定為大學生後發現，女性

學生與父母間的情感連結會正向影響其解決問題能力；但男性學生則未見此種關

聯性。廖美淑認為，此項性別差異可能源於女性較男生更親近父母，也因此更易

受到父母的影響。 

綜合上述之相關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青少年之負面家庭關係的增加，會降

低他們的解決問題能力之假說，並將性別效應納入控制變項中。 

雖然目前尚未有實證結果支持「負向情緒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

間具有中介效應」的研究，但部分學者在探討青少年行為發展相關議題時，提

出負向情緒可能具有中介效應。例如張景嘉與陳媛蘭（2017）在研究國高中生

對他人的焦慮依附及情緒調節困難的關係時發現，負面情緒在此二者間扮演部

分中介角色；沈重宗（2013）則在探討青少年增強制約運用與偏差行為出現之

關聯性時，也發現負面情緒在其中具部分中介的作用。 

綜合現有研究雖缺乏直接證據，但許多文獻確實以負向情緒作為中介變項。

根據先前相關研究的結果顯示，大多數的研究指出，負面家庭關係會削弱青少年

的問題解決能力。然而，負向情緒的產生亦有可能會低落個體的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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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負面家庭關係則更傾向於促成負向情緒的發生。本研究將深入分析與探討負向

情緒在負面家庭關係以與問題解決能力之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六、負面情緒在負面同儕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間之中介作用 

關於負面情緒在負面同儕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間潛在的中介影響，現有研

究仍顯不足。然而，部分學者在探討其他變項間的關聯性時，發現負面情緒可

能扮演完全中介的角色。例如劉時凱等人（2020）分析大學生知覺壓力與網路

成癮之關係時，發現憂鬱情緒具有完全中介效果；韓佩玲等人（2007）亦指

出，憂鬱傾向在人際困擾、網路沈迷及自我價值與網路沈迷間，存在完全的中

介影響。 

綜合先前研究發現，儘管目前仍缺乏支援本研究觀點的實證證據，但相關文

獻指出，負面情緒在某些情境下可能扮演完全中介的角色。根據以往研究結果顯

示，青少年的負向情緒會削弱其解決問題的能力，而負面同儕關係則會加劇他們

的負面情緒。基此，本研究旨在探討負面情緒在負面同儕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間

之中介效應。 

 

七、藝文型休閒活動對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及負面情緒間的調節作用 

根據 Deci 與 Ryan （2013）所提出之自我決定理論，內在動機包含自主

感、勝任感以及歸屬感為人類天生的三項心理需求，而這些基本需求的滿足程

度與個體的幸福感存有關聯。家長可能出於保護之心，干涉子女參加何種休閒

活動，並強迫孩子從事自己選擇的娛樂活動（張鐸嚴，1999），因而導致青少年

無法滿足自主感，進而影響其負向同儕關係和消極情緒。故研究者欲探討藝文

型休閒活動在其中所扮演的調節作用。 

李紫銘（2019）以『遊戲與快樂』為題，訪談 1083位 6至 17歲的兒童及

青少年，發現大多數父母會限制孩子玩遊戲的時間，並對遊戲內容進行干涉。

研究亦指出，家長過度關注遊戲的『正確性』以及勝負結果，反而會剝奪孩子

從遊戲中獲得的樂趣。Ryan等人（2017）針對 263位新加坡國小學生進行為期

五年的縱貫研究，發現父母過度介入及頻繁干預，將可預測孩子出現較高程度

的批判性自我導向完美主義，此現象甚至會增加兒童憂鬱和焦慮症狀。程景琳

與陳虹仰（2015）研究 716位國小高年級學生發現，父母控制行為越強，其子

女社交焦慮程度也越嚴重，進而造成子女遭受同儕霸凌的機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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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究發現，許多家長在孩子從事藝文型休閒活動時，會對活動內容及

參與頻率加以干涉。這種來自父母的控制可能導致青少年社交焦慮程度升高，

進而產生負面同儕關係。此外，家長的過度干預也會降低青少年參與藝文型休

閒活動的興趣，使其在與同儕間缺乏共同話題，交流機會減少，並增加負面情

緒。總而言之，當青少年參加較多的藝文型休閒活動時，反而可能因為負面家

庭關係而產生更多的負面同儕關係，以及因負面家庭關係或負面同儕關係而產

生的負面情緒。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故本研究選擇「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中高中職、五專二年

級學生作為分析對象。TEPS 以台灣地區民國 94 學年度就讀高中職、五專二年

級學生為母體，採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先抽取學校，再從學校中抽班級，

最後抽學生。全部樣本又可分為追蹤樣本與新樣本，本研究將採用新樣本進行

分析。將遺漏值進行處理後，共 14,775案（張苙雲，2021）。 

高中職二年級及五專二年級學生，他們已逐漸適應高中生活，然學業壓力

逐漸增強，學生開始感受到家長、老師的期望，可能產生比之前更多的負面情

緒。並且在學習上，可能會隨著課程難度的提升，需要更強的問題解決能力。 

 

二、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結合國內外相關理論及實證研究結果，建構出以性別與學程類型為

控制變項，以負面家庭關係為自變項，負面同儕關係與負面情緒為中介變項，

解決問題能力為依變項，休閒活動為調節變項的調節中介模型，研究主要架構

圖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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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三、變項與測量 

（一）負面同儕關係 

「負面同儕關係」通過詢問受試者的同學或朋友認為受試者是怎樣的人進

行評量，以「被嘲笑的對象」一題予以評估，計分方式為：「沒有人認為是」、

「有些人認為是」、「大部分人認為是」，分別給予 1至 3 分。受試者之得分越

高，說明其負面同儕關係越多。 

 

（二）負面家庭關係 

「負面家庭關係」通過詢問受試者認為自己在家中是怎樣的人來評量，以

「被出氣對象」、「被忽略的人」、「被使喚的人」三題予以評估。上述題目之計

分方式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至 4

分，受試者之分數越高，則說明其負面家庭關係越多。 

「負面家庭關係」中所有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750至.834 之間，累計可

解釋變異量為 73.949%（如表 1 所示）。「負面家庭關係」之 Cronbach’s α係數

為.822

負⾯家
庭關係

解決問
題能⼒

負⾯情
緒

負⾯同
儕關係

藝⽂型
休閒活
動

控制變項
性別

學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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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負面家庭關係之分析結構摘要表（N=14,775） 

題號 題目 因素一 共同性 

3-12 被出氣對象 .834 .696 

3-13 被忽略的人 .759 .575 

3-14 被使喚的人 .750 .562 

特徵值 2.218 

解釋量 73.949% 

累積解釋量 73.949% 

 

（三）負面情緒 

「負面情緒」主要透過詢問受試者出現以下情形之頻率：「緊張、焦慮或急

躁」、「疲倦或精疲力竭」、「事情太多做不完」、「壓力很大」，共 4 題。受試者填

答「從來沒有」給 1 分，答「偶爾有」給 2 分，答「有時有」給 3 分，答「經

常有」給 4 分。受試者分數越高，說明其產生的負面情緒越多。 

「負面情緒」中所有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707至.805 之間，故不刪除任

何題項，累計可解釋變異量為 69.865%（如表 2 所示）。「負面情緒」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859。 

 

表 2 

負面情緒之分析結構摘要表（N=14,775） 

題號 題目 因素一 共同性 

4-20 緊張、焦慮或急躁 .707 .500 

4-21 疲倦或筋疲力竭 .805 .649 

4-22 事情太多做不完 .801 .641 

4-23 壓力很大 .780 .608 

特徵值 2.795 

解釋量 69.865% 

累積解釋量 6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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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決問題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通過詢問受試者是否符合以下描述進行評估：「從小在學

習上碰到困難，我會設法搞懂」、「生活中沒有多少問題難得到我，我總有辦法

解決」。受試者填寫「非常不符合」給 1 分，填「不符合」給 2 分，填「符合」

給 3 分，填「非常符合」給 4 分，分數越高，則表示受試者之解決問題能力越

強。「解決問題能力」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438，信度較低，反觀題目內

容，兩題目為「解決問題能力」之兩不同面向，即「學習」及「生活」方面。

故為釐清其它變項對學習、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後續之研究將對不同之

解決問題能力進行分別探討。 

（五）藝文型休閒活動 

「藝文型休閒活動」通過詢問受試者參加以下活動之頻率來進行評估：「聽

流行音樂或參加流行音樂會」、「聽古典音樂、觀賞舞蹈或戲曲表演等」、「參觀

科技展、電腦展或科學博物館」、「參觀美術展、藝術展覽或博物館」及「逛書

展、書局或到圖書館看書」，共 5 題。計分方式為：「沒有」、「偶爾」、「有時」、

「經常」分別給 1至 4 分。受試者之得分越高，說明他參加休閒活動的頻率越

高。 

「藝文型休閒活動」中全部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806至.907 之間，累計

可解釋變異量為 79.312%（如表 3 所示）。「藝文型休閒活動」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934。 

 

表 3 

藝文型休閒活動之分析結構摘要表（N=14,775） 

題號 題目 因素一 共同性 

2-1 流行音樂 .809 .650 

2-2 古典音樂、舞蹈或戲曲 .894 .800 

2-3 科技展或科學博物館 .876 .768 

2-4 美術展、藝術展覽或博物館 .907 .823 

2-5 書展、書局或圖書館 .820 .673 

特徵值 3.966 

解釋量 79.312% 

累積解釋量 7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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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控制變項 

在進行研究過程中，為排除外在因素可能帶來的干擾，本研究將研究對象

之性別及學程類型納入控制變項中。相關研究指出，性別會影響個人之同儕關

係、負面情緒與解決問題能力（張學善，2010；王春展，2004；張邵勳，

1996）。另外，就不同學程類型來看，普通高中學生之負面情緒高於其他學程類

型（陳斐娟等人，2020），不同學程類型學生之解決問題能力亦存在差異（蔡欣

純，2009）。故本研究將前述兩項納入控制變項中。 

對於「性別」之編碼，本研究將「男生」編碼為 1，而「女生」為 0。「學

程類型」分為普通學程、綜合學程、高職和五專，在對「學程類型」的編碼，

研究者參考蔡欣純（2009）之做法，將普通學程作為對照組，即將「普通學

程」編碼為 1，其餘學程編碼為 0。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利用 R語言 4.4.0版本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包含

描述性統計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簡稱 SEM）。統計考驗顯著水準訂為.05。 

 

肆、研究結果 

一、各變項之得分及分佈情況 

本研究研究變項之得分及分佈情況如表 4 所示。研究對象共 14,775位學

生，其中男生 7,216人，女生 7,559。從學程類型來看，普通學程 7,903人，綜合

學程 2,028 人，高職 2,910人，五專 1,934人。 

就集中情形而言，「學習解決問題能力」之平均得分為 2.76，「生活解決

問題能力」之平均得分為 2.52，「負面情緒」之平均得分為 2.48，「負面同儕

關係」之平均得分為 2.15，「負面家庭關係」之平均得分為 1.93，「藝文型休

閒活動」之平均得分為 2.30。 

由於 R 在進行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過程中，是以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作為預設的參數估計方法。但若各變項之

分佈違反常態分配時，則應採用加權最小平方法（generally weighted least squares, 

WLS）的參數估計方法（賴英娟等人，2011）。故研究者在對資料進行結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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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模型的分析之前，將確認各變項是否符合常態分配。吳明隆（2009）指出，

當變項之偏態係數絕對值大於 3，峰度係數絕對值大於 10 時，則表示資料結構

的分配不為常態。由表 4可知，各研究變項之偏態介於-0.30至 0.69之間，而峰

度在 2.51至 4.07 之間，均符合常態分配的標準，故後續之結構方程模型之分析

將會採用ML進行參數估計。 

 

表 4 

變項之得分及分佈情況（N=14,775） 

研究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性別       

男生 7216 48.84%     

女生 7559 51.16%     

學程類型       

普通學程 7903 53.49%     

綜合學程 2028 13.73%     

高職 2910 19.70%     

五專 1934 13.08%     

學習解決問題能力   2.76 0.67 -0.30 3.15 

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2.52 0.65 0.16 2.75 

負面情緒   2.48 0.76 0.11 2.51 

負面同儕關係   2.15 0.44 0.69 4.07 

負面家庭關係   1.93 0.70 0.40 2.92 

藝文型休閒活動   2.30 0.61 0.09 2.95 

 

二、各變項間之相關情況 

本研究採用 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檢視各潛在變項及控制變項間之相關性及

方向，如表 5 所示。多數變項間之相關均達到顯著水準，唯負面家庭關係與藝

文型休閒活動，負面同儕關係與藝文型休閒活動、學程類型不存在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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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變項之相關矩陣（N=14,775） 

 1 2 3 4 5 6 

1 學習解決問題能力 -      

2 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278** -     

3 負面情緒 -.061** -.152** -    

4 負面家庭關係 -.076** -.063** .152** -   

5 負面同儕關係 -.032** -.026** .049** .090** -  

6藝文型休閒活動 .147** .144** .126** -.006 .001 - 

7性別 .050** .137** -.190** .018* .069** -.161** 

8學程類型 .097** .035** .162** -.076** .005 .130** 

注：*p<.05, **p<.01。 

 

三、研究模型之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一）變項間之多元共線性問題 

由於本研究涉及交互作用項，為避免模型內的多個變項之間存在多元共線

性問題，本研究將以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作為評量變

項間是否存在多元共線性問題之指標。一般而言，當 VIF值小於 10 時，則說明

變項間無多元共線性疑慮（溫福星，2013）。然而，為利於後續各變項影響力

之比較，本研究將對變項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再進行後續之統計分析。故研

究者對各標準化後變項之 VIF值進行檢驗，結果如表 6所示。各變項之 VIF值

均小於 10，說明各變項間不存在多元共線性問題，後續之統計分析將繼續使用

標準化後之數據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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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變項之 VIF值（N=14,775） 

控制變項、自變項 

依變項：學習解決問題能力、生活解

決問題能力 

VIF值 

性別 1.07 

學程類型 1.06 

負面家庭關係 1.05 

負面同儕關係 1.02 

負面情緒 1.11 

藝文型休閒活動 1.06 

負面家庭關係*藝文型休閒活動 1.01 

負面同儕關係*藝文型休閒活動 1.00 

 

（二）模型之測量品質 

研究者依據各測量變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標准誤、z 值、p值、平均變

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ion, AVE）和構念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 

CR）來評估測量品質。各測量變項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宜介於.50至.95 之間，

且其 p值應小於.05，CR 應在.60 以上，而 AVE 則應大於.50，若符合上述之標

準，則說明本研究之模型具有較好的測量品質（顏志龍、鄭中平，2022）。 

本研究通過因素負荷量及構念信度之相關指標，對模型之測量品質進行評

估，具體結果如表 7。研究者發現用於測量「藝文型休閒活動」之「聽流行音

樂或參加流行音樂會」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僅.294，明顯低於設定之標準。反

觀測量藝文型休閒活動之題目，其他四題較偏向藝術、學習方面，而「聽流行

音樂」則較偏向休閒。故研究者決定將該題項刪除，並重新評估各測量變項之

因素負荷量及構念信度。刪減後之具體結果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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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因素負荷量及構念信度摘要表   

因素 題目 
標準化因

素負荷 
標準誤 z p AVE CR 

負面家庭

關係 

被出氣對象 0.839 0.008 110.462 <.001 .613 .826 

被忽略的人 0.758 0.008 98.155 <.001   

被使喚的人 0.749 0.008 96.720 <.001   

藝文型休

閒活動 

流行音樂 0.294 0.009 31.780 <.001 .336 .701 

古典音樂、舞

蹈或戲曲 

0.588 0.009 67.043 <.001   

科技展或科學

博物館 

0.628 0.009 71.917 <.001   

美術展、藝術

展或博物館 

0.784 0.009 90.155 <.001   

書展、書局或

圖書館 

0.487 0.009 54.542 <.001   

負面情緒 緊張、焦慮 0.658 0.007 91.041 <.001 .600 .856  

疲倦 0.747 0.007 107.677 <.001    

事做不完 0.758 0.007 109.750 <.001    

壓力很大 0.728 0.007 104.03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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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刪減後之因素負荷量及構念信度摘要表   

因素 題目 
標準化因

素負荷 
標準誤 z p AVE CR 

負面家庭

關係 

被出氣對象 0.839 0.008 110.475 <.001 .613 .826 

被忽略的人 0.758 0.008 98.149 <.001   

被使喚的人 0.749 0.008 96.714 <.001   

藝文型休

閒活動 

古典音樂、舞

蹈或戲曲 

0.551 0.009 62.526 <.001 .400 .718 

科技展或科學

博物館 

0.629 0.009 71.431 <.001   

美術展、藝術

展或博物館 

0.827 0.009 92.185 <.001   

書展、書局或

圖書館 

0.463 0.009 51.875 <.001   

負面情緒 緊張、焦慮 0.658 0.007 91.098 <.001 .600 .856 

疲倦 0.747 0.007 107.741 <.001   

事做不完 0.758 0.007 109.821 <.001   

壓力很大 0.728 0.007 104.106 <.001   

 

（三）模型之適配程度 

本研究之測量模型適配指標如表 9及表 10 所示。除χ²達顯著，其他指標

均符合標準。然因χ²值受樣本數影響很大（黃芳銘、楊金寶，2004），故需同

時考量其他適配度指標，以了解模型之整體適配程度。總體而言，兩測量模型

與觀察資料呈現良好的適配。



112 蔣一佳、董旭英                                 DOI: 10.29751/JRDP.202412_15(2).0004 

 

表 9 

學習解決問題能力之測量模型適配度指標 

適配指標 理想標準 結果模式 適配判斷 

1. χ² p > .05 p< .05 否 

2. CFI ≥.90 .916 是 

3. TLI ≥.90 .900 是 

4. RMSEA ≤.08 .058 是 

5. SRMR ≤.06 .051 是 

6.GFI ≥.90 .950 是 

7. AGFI ≥.90 .925 是 

8.NFI ≥.90 .914 是 

 

表 10 

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測量模型適配度指標 

適配指標 理想標準 結果模式 適配判斷 

1. χ² p > .05 p< .05 否 

2. CFI ≥.90 .914 是 

3. TLI ≥.90 .900 是 

4. RMSEA ≤.08 .058 是 

5. SRMR ≤.06 .051 是 

6.GFI ≥.90 .950 是 

7. AGFI ≥.90 .923 是 

8.NFI ≥.90 .913 是 

 

（四）徑路分析結果 

為提高估計值準確性，研究者將使用拔靴法（倪瑛蓮等人，2014）。本研

究之徑路係數摘要表如表 11 及表 12 所示。研究者將從六個研究目的出發，分

析並探討各潛在變項之間的關係，及控制變項對潛在變項的影響。 

1.負面情緒對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 

負面情緒對學習解決問題能力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標準化徑路係數分別

為-.059與-.131，p值皆為.000，顯示負面情緒對學習解決問題能力及生活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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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能力皆具顯著負向影響，即負面情緒增加時，青少年之學習解決問題能力及

生活解決問題能力降低。 

 

2.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對負面情緒之影響 

不論在學習解決問題能力之模型中，或是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模型，負面

家庭關係對負面情緒之標準化係數皆為.209，p值為.000。說明負面家庭關係會

正向影響其負面情緒的產生，即當青少年之負面家庭關係增加時，負面情緒也

會隨之增加。 

另外，在學習解決問題能力之模型中，負面同儕關係對負面情緒之標準化

係數為.048，p值為.000。在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模型中，負面同儕關係對負面

情緒之標準化係數為.049，p值為.000。顯示不論在哪個模型中，負面同儕關係

會正向影響其負面情緒的產生，即負面同儕關係增加時，負面情緒亦增加。 

 

3.負面同儕關係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情緒之中介作用 

在兩模型中，負面家庭關係對負面同儕關係之標準化徑路係數為.100，說

明青少年負面家庭關係會顯著的正向影響其負面同儕關係，即負面家庭關係的

增加，會導致青少年的負面同儕關係增加。 

因涉及中介作用，研究者採用 Sobel- type test，檢驗部分潛在變項是否存在

中介作用。就負面同儕關係之中介作用而言，本研究關心負面家庭關係透過負

面同儕關係，從而影響負面情緒，由徑路係數摘要表可知，該中介效果的標準

化效果量為.005。且前述提到，負面家庭關係會直接影響負面情緒，故青少年

負面同儕關係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情緒之間為部分中介作用。 

進一步對標準化徑路係數進行比較，負面家庭關係直接影響負面情緒之標

準化係數為.209，而負面家庭關係通過負面同儕關係，間接影響負面情緒之標

準化係數為.005，故對負面情緒而言，負面家庭關係之直接影響力大於間接影

響力。 

 

4.負面情緒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之中介作用 

負面家庭關係對學習解決問題能力之標準化徑路係數為-.063，p值為.000；

而負面家庭關係對生活解決問題能力值標準化徑路係數為-.042，p值為.000。說

明青少年負面家庭關係會負向影響其學習解決問題能力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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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青少年之負面家庭關係增加時，其學習解決問題能力和生活解決問題能力皆

會隨之降低，且負面家庭關係對學習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力大於對生活解決問

題能力之影響力。 

此外，通過比較負面情緒、負面家庭關係影響學習解決問題能力、生活解

決問題能力之標準化係數可知，對於學習解決問題能力而言，負面家庭關係帶

來的影響大於負面情緒，而就生活解決問題能力，負面情緒之影響則大於負面

家庭關係。 

因本研究關心負面家庭關係與藝文型休閒活動之交互作用，通過負面情

緒，影響解決問題能力，故研究者將展示這一關係的標準化係數。由徑路係數

摘要表可知，不論學習解決問題能力，或是生活解決問題能力，此調節中介效

果的標準化效果量均為.001，p值為.000，具有顯著的調節中介效果，意即負面

情緒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之間存在中介效應。然而，負面家庭關係

會直接影響解決問題能力，故負面情緒在其中擔任的是部分中介的角色。且通

過比較直接影響及間接影響的標準化係數，不論依變項為學習或生活解決問題

能力，負面家庭關係之直接影響皆大於間接影響。 

 

5.負面情緒在負面同儕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之中介作用 

本研究認為青少年之負面同儕關係會透過負面情緒，從而影響其解決問題

能力。經過 Sobel- type test，對學習解決問題能力而言，此中介效果的標準化效

果量為-.003，p值為.000；而對生活解決問題能力而言，此中介效果的標準化效

果量為-.006，p值為.000。故不論學習或生活解決問題能力，負面情緒在其中皆

為完全中介變項，且負面同儕關係對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間接影響大於其對學

習解決問題能力之間接影響。 

 

6.藝文型休閒活動對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及負面情緒之總效果調節作

用 

由徑路係數摘要表可知，不論學習解決問題能力，或是生活解決問題能

力，藝文型休閒活動皆不會調節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同儕關係，負面同儕關係

與負面情緒之關聯。 

而在兩模型中，負面家庭關係與藝文型休閒活動之交互作用對負面情緒的

標準化係數為-.003，p值為.001，說明負面家庭關係與藝文型休閒活動的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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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對負面情緒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情

緒之間具有調節作用。研究者根據此研究結果，繪製交互作用圖，如圖 2 所

示。且研究者針對交互作用圖中，兩條回歸線之單純斜率（simple slope）進行

檢定。單純斜率檢定顯示，對參加較多藝文型休閒活動者而言，負面家庭關係

對負面情緒具有顯著解釋力（b = .206, p < .001）；對參加較少藝文型休閒活動者

而言，負面家庭關係對負面情緒亦具有顯著解釋力（b = .212, p < .001）。由上述

之b值可知，參加藝文型休閒活動較少者，其負面家庭關係對負面情緒的正向解

釋力大於參加藝文型休閒活動較多者。 

綜上所述，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情緒之間具有顯著的調

節作用，而負面情緒在負面家庭關係及學習或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間又有部分

中介作用。故研究者認為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家庭關係、負面情緒及學習或

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間具有第一階段調節中介作用，即負面家庭關係與藝文型

休閒活動的交互作用會透過負面情緒，從而影響學習或生活解決問題能力。由

徑路係數摘要表可知，不論依變項為學習解決問題能力，或是生活解決問題能

力，此調節中介的標準化效果量均為.001，p值均小於.05，說明具有顯著的調節

中介效果。 

 

7.控制變項對各潛在變項之影響 

性別對負面同儕關係有顯著正向影響，即男生的負面同儕關係多於女生；

性別對負面情緒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即女生相較於男生，會產生較多的負面情

緒；性別對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男生之學習及生活

解決問題能力優於女生。 

就學程類型而言，學程類型不會影響青少年負面同儕關係的產生；但對負

面情緒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普通學程之學生，相較於其他學程學生，會產

生較多的負面情緒；學程類型對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亦具有顯著正向影

響，即普通學程之學生，其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相較於其他學程學生更優

秀。 

綜合上述之研究結果，為使讀者能夠更加快速掌握本研究之模型及研究結

果，研究者亦繪製 SEM結構模型圖，如圖 3 及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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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負面家庭關係´藝文型休閒活動」負面情緒之二因子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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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學習解決問題能力之徑路係數摘要表（N=14,775）  

徑路 係數 標準誤 z CI p 

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 .100 .009 11.022 [.082,.118] .000 

藝文型休閒活動®負面同儕關係 .011 .009 1.158 [-.037,.059] .247 

負面家庭關係*藝文型休閒活動®負

面同儕關係 
.000 .001 -0.316 [-.002,.002] .752 

負面家庭關係®負面情緒 .209 .010 20.647 [.189,.229] .000 

藝文型休閒活動®負面情緒 .056 .010 5.455 [.036,.076] .000 

負面家庭關係*藝文型休閒活動®負

面情緒 
-.003 .001 -3.261 [-.005,-.001] .001 

負面同儕關係®負面情緒 .048 .009 5.379 [.030,.066] .000 

負面同儕關係*藝文型休閒活動®負

面情緒 
-.001 .003 -0.446 [-.007,.005] .655 

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負面

情緒
a 

.005 .001 4.808 [.003,.007] .000 

負面情緒®學習解決問題能力 -.059 .009 -6.694 [-.077,-.041] .000 

負面家庭關係®學習解決問題能力 -.063 .009 -6.878 [-.081,-.045] .000 

負面家庭關係*藝文型休閒活動®負

面情緒®學習解決問題能力 a 
.001 .001 2.728 [.001,.003] .006 

負面同儕關係®負面情緒®學習解決

問題能力 a 
-.003 .001 -4.137 [-.005,-.001] .000 

性別®負面同儕關係 .069 .008 8.337 [.053,.085] .000 

學程類型®負面同儕關係 .009 .008 1.058 [-.007,.025] .290 

性別®負面情緒 -.226 .009 -24.710 [-.244,-.208] .000 

學程類型®負面情緒 .206 .009 22.583 [.188,.224]. .000 

性別®學習解決問題能力 .035 .008 4.222 [.019,.051] .000 

學程類型®學習解決問題能力 .104 .008 12.424 [.088,.120] .000 

注：a 調節中介效果及中介效果利用 Sobel- type tes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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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徑路係數摘要表（N=14,775）  

徑路 係數 
標準

誤 
z CI p 

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 .100 .009 11.009 [.082,.118] .000 

藝文型休閒活動®負面同儕關係 .011 .009 1.152 [-.007,.029] .249 

負面家庭關係*藝文型休閒活動®負

面同儕關係 
-.001 .001 -0.315 [-.003,.001] .753 

負面家庭關係®負面情緒 .209 .010 20.649 [.189,.229] .000 

藝文型休閒活動®負面情緒 .052 .010 5.135 [.032,.072] .000 

負面家庭關係*藝文型休閒活動®負

面情緒 
-.003 .001 -3.237 [-.005,-.001] .001 

負面同儕關係®負面情緒 .049 .009 5.421 [.031,.067] .000 

負面同儕關係*藝文型休閒活動®負

面情緒 
-.001 .003 -0.425 [-.007,.005] .671 

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負

面情緒 a 
.005 .001 4.889 [.003,.007] .000 

負面情緒®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131 .009 -14.833 [-.148,-.113] .000 

負面家庭關係®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042 .009 -4.606 [-.060,-.024] .000 

負面家庭關係*藝文型休閒活動®負

面情緒®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a 
.001 .001 2.938 [.001,.003] .003 

負面同儕關係®負面情緒®生活解

決問題能力 a 
-.006 .001 -5.099 [-.008,-.004] .000 

性別®負面同儕關係 .069 .008 8.337 [.053,.085] .000 

學程類型®負面同儕關係 .009 .008 1.058 [-.007,.025] .290 

性別®負面情緒 -.226 .009 -24.736 [-.244,-.208] .000 

學程類型®負面情緒 .206 .009 22.604 [.188,.224] .000 

性別®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107 .008 12.876 [.091,.123] .000 

學程類型®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054 .008 6.561 [.038,.070] .000 

注：a 調節中介效果及中介效果利用 Sobel- type tes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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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學習解決問題能力之 SEM結構模型圖 

注：*p < .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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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 SEM結構模型圖 

注：*p < .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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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討論 

（一）、負面情緒對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 

青少年之負面情緒增加時，其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降低。該研究結果

與 Carthy等人（2010）、Schäfer等人（2017）及楊靜怡（2015）之研究結果相

似。當青少年負面情緒增加時，其情緒調節能力不足，無法適時對負面情緒進

行控制與調適，他們傾向證明主觀感受，而非客觀事實，甚至去怪罪他人，從

而影響其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使其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降低（潘信

瑜，2016；楊昕純、陳美如，2023）。 

依據研究發現，負面情緒對生活解決問題能力及學習解決問題能力存在著

影響。生活中的問題往往更為複雜，且通常較緊急，而負面情緒則容易削弱青

少年之應變能力，因此影響他們的情緒調節及決策能力。同樣地對於學習中的

問題，青少年有負面情緒也會影響學習解決問題能力，可能包括擾亂學習步

驟，非理性選擇學習方法。 

 

（二）、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對負面情緒之影響 

1.負面家庭關係對負面情緒之影響 

當青少年之負面家庭關係增加時，會導致其負面情緒的增加。該研究結果

與王新慧（2023）、黃昱得（2014）、杜可鑫（2023）及王麗卿等人（2017）之研

究結果類似。青少年可能因為學業問題、學校事務、生活方面等之問題，受到

家人的嘮叨，甚至與家人發生衝突或爭吵，亦或是家人之間的爭吵被子女所目

睹或知曉，使青少年感到心情煩躁或不悅，造成負面情緒的增加（陳書梅、洪

新柔，2012）。 

2.負面同儕關係對負面情緒之影響 

青少年之負面同儕關係增加時，會使其負面情緒增加。該研究結果與張芳

全（2022）、賴英娟等人（2011）、莊月麗與李城忠（2022）及 Vize等人（in 

press）之研究結果類似。本研究之同儕，主要指學生在學校之同學。當青少年

與同學的關係不佳時，可能會與同學發生衝突，或遭到其他同學之冷落，嚴重

者，甚至受到他人的孤立、霸凌，這讓青少年在身心上受到創傷，其負面情緒

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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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負面同儕關係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情緒間之中介作用 

1.負面家庭關係對負面同儕關係之影響 

當青少年之負面家庭關係增加時，會導致負面同儕關係增加。該結論與

Radetić-Paić（2019）、Victor等人（2019）、羅品欣與陳李綢（2005）、黃明昌

（2017）及陳宜汶（2021）之研究結果類似。青少年與家庭相處時間仍較長。

在與家庭成員相處的過程中，家人與他人的相處模式、相處習慣等，皆會潛移

默化的影響青少年與同儕相處的模式與習慣。亦或是，當青少年與同儕相處中

出現問題，或與同儕相處出現矛盾時，可能會向家人溝通，並尋求幫助。家人

亦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向青少年提供相關建議，以助於青少年解決負面同儕關

係。故而，負面家庭關係較少之青少年，其負面同儕關係亦較少。然而當負面

家庭關係較多時，青少年遇到同儕相關問題時，不太會向家人尋求幫助，面對

同儕問題，不知如何解決。然而，同儕問題不及時解決，便會更加嚴重，從而

使負面同儕關係增加。 

2.負面同儕關係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情緒之間的部分中介作用 

負面家庭關係會直接影響負面情緒的產生，而負面家庭關係亦會通過產生

負面同儕關係，從而產生負面情緒。當青少年因為學業問題、學校事務等類似

問題而受到家人的嘮叨時，亦或是目睹家人之間的衝突，家人對自己的看法較

為負面等，皆會使青少年心情煩躁或不悅。故青少年之負面家庭關係增加時，

會直接造成其負面情緒的增加。 

若青少年與家人間之關係不佳，則青少年與家人之間的相處模式可能影響

青少年與同儕之間的相處模式。並且，此時若與同儕發生衝突與矛盾，青少年

不太會向家人尋求幫助，也就無法及時解決同儕矛盾，從而使負面同儕關係增

加。青少年與同儕之間的矛盾若不及時解決，則可能使矛盾激化，受到同儕的

孤立與冷落，甚至受到霸凌，嚴重影響青少年之身心發展，負面情緒增加。 

3.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對負面情緒之影響力比較 

青少年之負面家庭關係對負面情緒之直接影響力，大於負面家庭關係通過

影響負面同儕關係，對負面情緒之間接影響力。這可能是因為，並非所有與家

人關係不佳之青少年，皆會產生負面同儕關係。更重要的是，青少年之負面家

庭關係所產生之負面情緒多於負面同儕關係所產生之負面情緒。相較於同儕關

係，青少年更加依賴家庭。當家庭關係緊張甚至破裂時，青少年的情感及心理

狀況皆會受到直接且深遠的影響。而對於同儕關係，青少年對同儕之依賴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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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他們能夠通過改變朋友圈，來緩解負面同儕關係所帶來的負面情緒。 

 

（四）負面情緒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間之中介作用 

1.負面家庭關係對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 

負面家庭關係增加時，青少年之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降低。該研究結

果與 Zafarghandi 與 Zare’Bidaki（2021）及蘇建文與黃迺毓（1993）之研究結果

類似。青少年之負面家庭關係較少時，則說明其家庭氛圍偏向溫暖親切。而這

有助於青少年形成主動積極的性格，並且豐富利社會經驗。這將能夠幫助青少

年提高思考的流暢性及變通性，並促進利社會策略的發展（蘇建文、黃迺毓，

1993），從而提高其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其次，負面家庭關係對學習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力，大於其對生活解決問

題能力之影響力。學習通常需要較高的注意力及穩定的環境，若青少年面對負

面家庭關係，則容易干擾其注意力，且影響其情緒，從而影響學習效率。當青

少年面對生活問題時，即使他們的家庭關係不佳，仍能夠向朋友、教師、心理

咨詢師等其他個體尋求幫助，從而減少負面家庭關係所帶來的影響。 

2.負面家庭關係、負面情緒對學習、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力比較 

對學習解決問題能力而言，負面家庭關係之影響力大於負面情緒，而生活

解決問題能力則相反，負面情緒之影響力大於負面家庭關係。 

相較於負面情緒，負面家庭關係所帶來的影響更加深遠且難以克服。家庭

關係不佳，會使青少年之注意力降低，且導致他們缺乏穩定的學習環境及情感

支持，從而影響其學習效率，學習解決問題能力降低。而情緒所帶來的影響持

續時間較短，且青少年能夠通過朋友、教師等進行情緒調節，從而減少其對學

習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 

對於生活問題而言，通常較為緊急，需要青少年的即時反應及處理能力，

而負面情緒會在短時間內影響個體的情緒調節及解決問題能力，從而使其難以

應對生活中的問題。負面家庭關係雖會對青少年之生活解決問題能力產生影

響，但這種影響可能是長期且潛移默化的，故相對而言，負面家庭關係對生活

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較小。 

3.負面情緒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之間的中介作用 

負面情緒在負面家庭關係與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間為部分中介作

用。當青少年之負面家庭關係增加時，家庭中充滿冷落、衝突，這可能使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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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產生偏激、消極的性格，看待問題也較負面，不願對問題進行思考，或是想

不出學習及生活問題的解決方案，從而直接影響其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另

外，青少年與家人的矛盾、衝突，或家人對自己的看法較為負面等，皆會使其

感到心情不悅，負面情緒增加。此時，青少年缺少能夠控制及調節情緒的能

力，負面情緒持續增加，甚至將問題的矛頭指向對方，認為這不是自己的問

題，從而使其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降低。 

4.負面家庭關係、負面情緒對學習、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力比較 

相較於負面家庭關係通過影響負面情緒，間接影響解決問題能力，青少年

之負面家庭關係對解決問題能力之直接影響力較強。 

而產生這一研究結果之可能原因為，青少年與家人關係不佳，則家中可能

充滿冷落、衝突，這將促使青少年產生偏激、消極的性格。然而，個人的性格

是比較不容易被改變的，它可能會長期影響其解決問題能力。就間接影響而

言，青少年因負面家庭關係，心情不悅，負面情緒增加，從而影響其解決問題

能力。但相較於性格，負面情緒較容易消除，故間接影響之影響力較小。 

 

（五）負面情緒在負面同儕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中之中介作用 

青少年之負面同儕關係會通過產生負面情緒，從而影響其學習及生活解決

問題能力。當青少年與同儕之間發生衝突與矛盾，若不及時解決，矛盾激化，

可能會受到同儕的冷落、孤立，嚴重時，甚至會被同儕霸凌，這將對青少年的

身心健康產生影響，負面情緒增加。若青少年缺少控制與調節情緒的能力，負

面情緒無法消解，持續累積，他們逐漸只關注自身感受，而忽視客觀事實，將

問題矛頭指向對方，不願思考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的策略，從而降低其學習及

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其次，負面同儕關係對生活解決問題能力之間接影響，大於其對學習解決

問題能力之間接影響。生活問題涉及廣泛的社交能力，而這更容易受到負面同

儕關係的影響。而學習問題，青少年可以通過教師、輔導老師等其他對象，來

緩解負面同儕關係所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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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家庭關係、負面同儕關係及負面情緒中之調節

作用 

1. 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同儕關係間的調節作用 

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同儕關係之間並無調節作用。對於

青少年而言，不論其負面家庭關係或負面同儕關係之多寡，大多會選擇自己較

為要好的同儕或朋友，一同前去參加藝文型休閒活動。故當青少年因負面家庭

關係而產生負面同儕關係時，希望通過參加藝文型休閒活動調節這一關係。然

而，青少年大多選擇好友一同前去參加藝文型休閒活動，仍無法減少已存在之

負面同儕關係，故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同儕關係之間無調節

作用。 

2. 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同儕關係與負面情緒間的調節作用 

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同儕關係與負面情緒之間不存在調節作用。青少年

會因為負面同儕關係，而產生負面情緒。然而，青少年參加休閒活動，大多會

與好友攜伴同行。這樣並不能解決原先所存在的負面同儕關係，也就無法減少

因負面同儕關係所產生的負面情緒。故藝文型休閒活動無法調節負面同儕關係

與負面情緒之間的關聯。 

3. 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情緒間的調節作用 

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家庭關係與負面情緒之間存在調節作用。對於負面

家庭關係相同之青少年，參加較多藝文型休閒活動，其負面情緒較參加較少藝

文型休閒活動者多。且當青少年之負面家庭關係較多時，藝文型休閒活動的調

節作用將會減弱。 

家長可能基於「為孩子好」，而干預他們的休閒活動內容，希望他們所參加

的休閒活動是能夠有利於學業，或有利於未來就業的。但這些休閒活動可能並

不是孩子們所喜歡的。反觀本研究用於測量「藝文型休閒活動」的題目：參觀

科技展、科學博物館、書展等，似乎屬於家長希望孩子參加之活動，子女可能

並非自願參加這類休閒活動。此外，若青少年希望能夠參加此類藝文型休閒活

動，然遭到家長反對，亦可能使負面情緒增加。 

就研究結果顯示，藝文型休閒活動在負面家庭關係、負面情緒與解決問題

能力之間，存在第一階段調節中介作用，即負面家庭關係與藝文型休閒活動的

交互作用能夠通過影響負面情緒的產生，從而影響青少年之解決問題能力。負

面家庭關係會使青少年之負面情緒增加，然而當加入藝文型休閒活動後，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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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對子女休閒活動之干預，較多休閒活動會使其因負面家庭關係所產生之負面

情緒增加。此時，若青少年之情緒控制與調節能力不足，負面情緒持續累積。

他們逐漸將關注點轉移至自身主觀感受，而無暇顧及客觀事實，甚至將問題的

矛頭指向他人，或外界事物，認為問題不在自身，從而降低了解決問題能力。 

 

二、研究建議 

（一）注意青少年之負面家庭關係，可減少其負面同儕關係及負面情

緒，並有利於提高學習、生活解決問題能力。家長需時刻注意自身與孩子之間

的關係，多與孩子進行正向交流，並定期安排家庭活動，增進彼此之間的感

情。當然，學校教師也需時刻關注學生與家人之間的關係，及時發現，多與學

生和家長進行溝通，亦可定期安排親子活動，促進學生與家長間的互動與交

流。學生可主動向家人分享生活日常，並多向家人表達自己的感激與愛意。若

學生發現，自己與家人之間的關係較為負面，且已經影響到自身學業及生活，

需主動向教師尋求幫助，以利於儘早緩解與家人之間的關係，減少負面情緒，

這將有利於學生提告解決問題能力。 

（二）注意青少年之負面同儕關係，可減少負面情緒，並有利於提高學

習、生活解決問題能力。家長可多安排子女與同儕相處的機會，從而提高他們

的社交能力。而教師亦可安排團體活動，增加他們與同學相處、交流的機會。

當然，家長及教師需時刻關注學生與同儕之間的關係，若注意到學生與同儕之

間出現負面關係，教師應及時與雙方學生進行溝通，了解矛盾之所在。而家長

應了解事情發生經過後，為孩子提供相關之解決建議，以減少孩子的負面同儕

關係。學生若發現自己與同儕之間的關係已開始影響自身學習及生活時，應主

動向家人或教師尋求協助，儘早緩解與同儕之間的關係，減少負面情緒，這將

有利於提高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三）關注青少年之情緒狀況，減少負面情緒，能夠提高其學習、生活

解決問題能力。家長及教師需時刻關注青少年之情緒狀況，若發現其負面情緒

已嚴重影響正常學習生活時，需及時與青少年進行溝通，且注意講話的態度及

方法，幫助他們尋找消解負面情緒的方法。教師亦可通過課程，教導學生一些

控制情緒及情緒調節的方法。學生也可以閱讀相關書籍或文章，找到適合自

己、能夠減少負面情緒的方法。但，學生若發現自身負面情緒已開始影響自己

的學習與生活時，需及時向家人或教師尋求幫助，降低負面情緒的產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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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高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四）當出現負面家庭關係時，需考量青少年參加藝文型休閒活動之頻

率。若青少年參加較多之藝文型休閒活動，會使其負面情緒增加；但若參加之

藝文型休閒活動較少，亦會使負面家庭關係對負面情緒之影響增加。故當家長

察覺自己與子女的關係出現惡化趨勢時，需認真考量子女參加藝文型休閒活動

之頻率，以防止子女產生較多負面情緒。 

（五）教師需多關注男生的負面同儕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男生的負面同

儕關係多於女生。故學校教師需更多的關注男生的負面同儕關係，及時提供幫

助，協助他們減少負面同儕關係，有利於減少負面情緒，並提高學習及生活解

決問題能力。 

（六）教師需多關注女生的負面情緒。研究結果顯示，女生的負面情緒多

於男生。若教師能夠多關注女生的情緒狀況，幫助其減少負面情緒，將能夠有

效提高其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七）普通高中之教師需多關注學生之負面情緒。研究結果顯示，普通高

中學生所產生的負面情緒多於其他類型高中學生。故普通高中教師若能夠幫助

學生減少負面情緒的產生，能夠有效提高學生之學習及生活解決問題能力。 

 

三、研究限制 

（一）各變項相關題目之限制。因本研究使用次級資料分析的方法，用於

評量各變項之題目，僅限於 TEPS 問卷中所設計之題目，致使部分變項之相關

指標表現不佳。故各變項之題目數量皆較少，且無法涵蓋變項之所有面向。故

建議未來研究能夠擴充各變項之題目，使研究更加完整。 

（二）參加休閒活動之種類。因本研究使用次級資料分析的方法，所涉及

之休閒活動種類僅限於「藝文型」。若為其他類型之休閒活動，可能會對研究結

果產生影響。故未來研究能夠針對不同類型之休閒活動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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